
宋元明清时期考古
刘　淼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９年刊布的宋元明考古相关文献达到２１０余篇，涉及城市考古、
墓葬、手工业遗存、宗教遗址、水下考古及古代交通等多项内容，其中关于墓葬考古资料

及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达１２０多篇，占比超５０％。总体而言，这一年刊布的考古资料
与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研究内涵上也颇具多样性。

一　城市考古

城市考古涉及都城考古及地方性城市考古。

（一）都城考古

《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５期集中刊登了几篇关于宋辽金元都城考古发掘及研究的文章，包
括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

门址发掘简报》以及 《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巴

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第５期）介绍了辽上京宫城南门的最新
考古成果。自２０１１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
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遗址开展有计划的考古勘探和发掘。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经过考古勘
探和发掘，确认了宫城的位置、形制、规模和四至范围，以及东门遗址的形制、规模、营

造顺序，并确认皇城存在东向轴线，极大地推动了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研究。２０１６
年６～１０月辽上京考古队又对宫城南门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揭露了辽上京宫城南
门是一座单门道过梁式城门，包括墩台、门道、马道等结构，还发现了其分两期多次营建

及修建的历史。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是辽上京已发掘城门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城门，为研

究辽代城门的建筑技术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同时也再次印证了辽上京皇城东向

为尊的布局特点。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考

古》第５期）是对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考古发掘成果的汇报。基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
需要，自２０１３年以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金上京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
探及系统考古工作，包括２０１３年对外城城墙的发掘、２０１４年对南城南垣西门址的发掘、
２０１５年对皇城西部建筑遗址的发掘、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对皇城东部宫殿遗址的发掘以及２０１８
年对皇城南侧道路遗址的发掘，从而对金上京遗址的布局和规模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其中

２０１４年对南城南垣西门址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是对金代都城门址进行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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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科学发掘，考古工作揭示南垣西门址由城门和瓮城两部分组成，还发现房屋、路面、排

水设施等。南垣西门址城门为单门道过梁式的建筑结构，与皇城南门址在一条中轴线上，

应为都城的主要门址。与此同时还出土大量金代中晚期遗物，包括筒瓦、板瓦、兽面纹瓦

当等建筑构件，以及石器、骨器、铁器、铜器等大量生活用具和钱币。此次发掘为进一步

了解城墙、城门的时代、结构等信息提供了重要线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

（《考古》第７期）是对河北张家口金代太子城遗址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发掘工作的总结介绍。
为保障北京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项目顺利实施，２０１７年５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太子城遗址连续两年进行考古

发掘，发现了方形的城墙遗址，南门１座、建筑基址６７座、道路１４条、排水沟２条。城
内主要建筑基址沿南北轴线分布，并且呈前朝后寝布局。此外还发现丰富的建筑构件、包

括 “尚食局”铭定窑白瓷在内的生活用品以及少量的防御类物品，通过出土遗物分析其

时代应为金代中后期。出土遗物及建筑构件等级规格较高，多体现出皇家风格，再结合其

所处地理位置推测太子城应为金代中后期的皇室行宫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

址。太子城遗址的发掘对金代捺钵选址、营造制度、宫廷用器组合等研究有重大的推进

作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

址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勘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１期）体现了对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的
考古工作也取得了进一步收获。顺天门是北宋东京城外城西墙上的正门，１９８２年宋城考
古队在东京城调查勘探中发现了此处城门遗址，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顺天门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并对主

城门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经勘探得知，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门址为 “直门两重”的瓮城，

瓮城外西侧有护城壕。考古发掘清理出五代后周和宋代相互叠压的两个时期的城门，展现

了城门形制从单门道到三门道、瓮城从无到有的演变历程。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南京明故宫皇城遗址西南片区

（Ａ７１地块）考古发掘》（《华夏考古》第２期）是配合基建工程对南京明故宫遗址开展的
考古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１７年６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联合大学等组成考古
队，在南京明故宫皇城遗址西南片区 （Ａ７１地块）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城墙夯土基址、
灰坑、排水沟、夯基、路面等明清遗迹１０处。该区出土遗物以瓷器为大宗，陶器次之，
另有少量铜钱。器类多为日用陶瓷器及建筑构件等，时代为明清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该

区域位于明故宫皇城西南角，可能是主管宫廷与宦官事务的内宫诸监所在。通过此次考古

发掘，研究人员可对南京明皇城遗址明代中晚期至清末民初的发展情况得到初步认识。

关于研究性的论著，孟凡人 《宋代至清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根据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介绍和论述了北宋东京开封府、南宋行在临安府城、辽上

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大都、明南京城和明北京城等都城的规划理念和形制布

局，同时对辽中京、辽南京、辽东京、辽西京、元中都和明中都等城的形制布局也做了详

略不等的介绍。分析了不同都城形制布局特点、共性及其承袭和发展演变规律。

董新林 《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考古》第５期）认为，唐朝以后中国都城
制度出现了两套系统：以 “日”字形平面布局为特征的 “辽上京规制”是北方少数民族

统治以汉人为多数的帝国时 “因俗而治”政治制度的物化表象形式；以 “回”字形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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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为特征的 “北宋东京模式”是汉族帝国突出 “皇权至上”思想的物化表象形式。二

者对后世的都城规划及建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凤阳县文物管理所 《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对至

今尚保存在凤阳明中都皇城内的石雕刻遗存和征集的大量流散的明中都建筑上的石雕刻艺

术遗存进行了分类整理与研究，是首部整理研究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基础材料的

专著。

（二）地方城市考古

地方性城市考古在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发现较多，多为宋辽金时期城址。

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发现很早。梁会

丽 《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与认识》（《北方文物》第４期）介绍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吉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开展的连续的主动性考古工作情况。通过地面踏查和人工钻

探，大体了解了城址内外遗存的分布格局、性质和功能划分，明确了城墙、城门、城内建

筑址的营建方式和时代。该城平面为略呈菱形的长方形，四面各有一带有瓮城的门，城墙

内外均有马面，马面间距不大相同。四座城门两两相对间的道路为全城的主干道路，形成

十字交叉，交叉点分布成组的建筑群，应为城内的中心区。城内西北部以及南北轴线两侧

发现分布密集的建筑台基，推测这些区域应为政治、军事、宗教等权力机构聚集区。城内

东部和南部区域应为普通的居民地和商业、手工业作坊区。城外北部为墓葬分布区，城外

南部和西北部还发现烧砖瓦的窑址分布。该城址以辽金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属于辽金时期

州城级别的遗址。还发现元明时期的丰富遗存，体现了其历史沿革。

林海城址位于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林海村西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第二次全国文物普
查时发现。２０１７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开展实地调查
（《吉林省洮南市林海城址调查简报》，《北方文物》第３期），发现城墙遗迹，并采集到
陶、瓷、铁、石器等标本。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朝向略偏东南。城墙保存状况差，城墙上

未见角台、马面等设施，墙外也未见护城河，城东南发现一片密集的瓦砾分布区。该城所

处地理位置重要，为防御北方草原地区势力进入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其周边还分布着四座

辽金时期城址，从采集遗物标本看，该城主要使用时间为辽代中期。

２０１１年７～９月，为配合兰渝铁路基本建设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铁路工程
涉及榆中夏官营古城遗址的线路范围进行了科学的抢救性发掘 （《甘肃榆中夏官营古城遗

址发掘简报》，《文博》第６期）。共清理各类遗迹１１处，出土陶、瓷、铜、铁、石器及
动物骨骼等各类遗物８００余件，为夏官营古城遗址的年代和性质判断提供了实物依据。夏
官营古城遗址的文化面貌较为单一，据险而筑，邻苑川河而建，所处地势较高，东、西、

南三面均有深壕围护，每道墙体均有瓮城、马面，易守难攻，防御性能极高。结合夏官营

古城遗址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初步断定夏官营古城是一座北宋中期为抵御西夏军队入侵

而修筑的防御性军事堡垒。

重庆合川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 “八柱”之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为南宋衙署遗址。２０１７年８月 ～２０１８年４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对范家堰遗址开展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房址、灰坑、排水沟、墙、道路、门

等各类遗迹１００余处，出土陶、瓷、铜、铁、石等器物标本６４４件。衙署建筑分为办公区
和园林区两部分，办公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和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其规模宏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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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规整、轴线清晰、性质明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

宋代衙署遗址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中国文物报》３月９日第
５版）。该遗址获评２０１８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研究性的文章中，魏坚、周雪乔 《阴山以北的金元时期城址》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第１期）一文，对经过实地调查的阴山以北的３２座金元城址进行了系统研
究，从区域自然条件、城址的规模、形制布局及遗物、相关社会与经济发展因素加以分

析，并对金、元两个时期城址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总结。金代城址规模多为中小型，平面多

呈正方形，从功能上来看多为军事堡垒性质，因而防御设施完善，选址多在山川形胜之

处。元代城址主要是作为地方行政治所或管理大规模军垦之城址，故元代城址规模偏大，

平面多呈长方形，且不特意注重军事防御功能，城内建筑配置较为完备，选址多偏向河流

沿岸的肥沃谷地。

赵里萌的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元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对东

北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针对城址出土陶瓷遗存提出分

期标准，摸清以城址为中心的辽、金、元各时期陶瓷遗存的时代特征和组合面貌，结合实

地调查和城址出土实物资料对各个城址重新断代，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地区辽金元城址的总

体分布、选址及各时期分布情况进行讨论。

常璐 《宣威军城碑与宣威军城考辨》（《北方民族考古》第７辑，科学出版社）一文
通过考释碑文内容，对照史料，确定宣威军城的建造者、建造时间以及建造原因，认为宣

威军的设置最初可能与镇压早期昔里吉叛乱与防止海都叛变有关。并通过与同时期的亦集

乃路等城址对比，认为这些城的设置均有军事目的，是防止西边的海都叛乱、保护和林地

区以及发展农牧业的必要措施。唐由海、邱建 《多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第４期），朱超龙 《“长围”与羊马城、一字城、护门墙———南宋

时期扬州蜀冈城池的攻防体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２辑）则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
古代城市选址、城市防御系统等问题进行探讨。

（三）军事防御体系遗址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 《宁夏明代长城固原内边长城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是

宁夏明代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主要收录了固原内边一线的长城本体，包括城址、边墙、烽

火台、附墩等方面的情况，数据来源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线考古工作者亲自调查和

逐一测量。

赵丛苍、张朝 《宋明时期西南地区关堡的军事考古学观察———以海龙囤遗址为中心》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科学出版社）以遵义海龙囤遗址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相关遗
迹、文献，梳理了西南地区关堡的形成背景、构筑特点以及 “四线防御、动静结合”的

“外围线性设防”军事防御体系特点。

张依萌 《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场馆周边长城考古工作述评》 （《中国文化遗产》第６期）
对北京冬奥会赛场周边长城自２０世纪初以来的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做了系统梳理，
总结了其已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考古工作提出了开展长城资源补充调查

与认定、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研究领域拓展、进一步发挥考古研究在长城保护工作中的作

用、及时公布考古工作成果等建议。

张依萌还以历史文献中所提及的华北地区的明长城 “蓟州镇”“真保镇”为考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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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结合学界以往正式调查资料，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地域内的１０８３座明长城砖砌空
心敌台进行分析，按其内部结构的不同进行类型学研究，探讨了其分布特点及分区分期情

况 （《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类型与分期研究———以 “蓟州镇”“真保镇”为中心》，《故宫

博物院院刊》第２期）。
倪云麒 《广西清代边防遗址概述》（《文物鉴定与鉴赏》第１８期）对清代广西地区陆

海边防遗址所在地望、建造时间、保存情况，以及建筑的形制与特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总

结。指出其具有分布广、数量多、保存好、因地制宜、用险制塞、依山建城等重要特点，

是我国边防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

二　宗教建筑考古

宗教建筑主要包括塔寺、石窟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成云冈考古队，于２０１１
年发掘了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窟顶佛寺遗址，主要发现北魏时期和辽金时期文化遗存

（《云冈石窟窟顶二区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学报》第１期）。发掘北魏至辽金时
期塔基１座，北魏建筑遗迹１处、夯土墙１处、灰坑１个，辽金铸造场地１处、熔铁炉３０
个、水井１口、石墙１处、灰坑１１６座，明清以后灰坑２３０多个。还发现建筑构件、石
器、泥塑、陶瓷器等大量遗物。通过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佛教寺院，遗址中遗迹和

遗物的时代主要是北魏和辽金时期。塔基中心形状平面近方形，具有北魏风格。此外还有

北魏柱础石、瓦当、板瓦、筒瓦等。塔心夯土以外补建的石块砌成的塔基外围平面为正八

角形，时代属于辽金时期。铸造井台、熔铁炉、水井以及辽金琉璃瓦和建筑构件等，也都

具有鲜明的辽代特征。该遗址是至今发掘与 《天工开物》记载最接近的宋辽金时代的铸

造遗址，特别是遗址内风箱遗迹的发掘，对研究 《天工开物》和冶金铸造史有重要价值。

《山东滕州玉皇顶摩崖龛窟造像调查简报》（《文物》第１２期）是山东博物馆与滕州
市博物馆先后两次对山东滕州玉皇顶摩崖龛窟造像进行的调查测绘的简报。摩崖造像开凿

在龙山山脉一处断崖上，崖壁断面呈折线状，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以中段遗存最为主

要，包括北宋崇宁时期洞窟１座，洞窟内菩萨游戏坐于山石之间，东侧龛为天王与供养人
像，西侧龛为僧人取经及供养人像。这些洞窟带有崇宁四年 （１１０５年）明确纪年，以及
“天王献宝”“观音菩萨命唐三藏取经回来”等题记，构成北宋晚期常见的水月观音经变

图像。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１６年４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进行勘
探、试掘，揭露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属

于晚唐至五代、宋金、金元、明清四个时期的遗迹和丰富的遗物，从空间分布和功能区分

看，分属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城墙系统和唐宋至明清时期居民生活系统。丰富

的考古资料为研究正定古城布局和功能变迁，探讨唐宋以来华北平原城市历史和居民日常

生活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勘察简报》， 《文物春秋》第

５期）。
高娜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炳灵寺石窟佛塔调查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对西秦以来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炳灵寺石窟佛塔种类、数量、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其形制和演变

规律，将其分成 “堵波”式、仿木构殿堂式、覆钵式三种早晚发展演变的佛塔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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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波”式佛塔体现了早期印度佛塔的艺术风格，仿木构殿堂式塔则具有浓厚的中国传

统建筑艺术风格，覆钵式塔主要为藏式佛塔，蕴涵藏式佛塔的民族特色。不同时期的佛塔

体现了不同时代和区域特色，是不同文化融合和交流的结果。

解峰的博士学位论文 《渤海国佛教遗存研究》（吉林大学）以渤海国佛寺遗址、渤海

国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对各个遗址的性质、年代、文化因素等进行考察，将其

与４～１０世纪东亚地区其他古代建筑形式及其他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
其文化因素，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形成的历史

过程。

曹诗媛、冯百龄等 《初探宋元时期舍利瘗埋兴衰对国产玻璃器皿的影响》（《洛阳考

古》第１期）一文，通过收集整理宋辽金时期玻璃器皿资料，指出随着佛教瘗埋制度确
立并成熟，玻璃器特别是国产玻璃器皿，作为舍利容器以及 “七宝”供养品之一，广泛

出现在北宋、辽时期的舍利地宫中，可能与其因技术上的缺陷易损坏不实用有关。自南宋

开始，舍利地宫的数量开始下降，瘗埋活动逐渐衰落，国产玻璃器皿不再拥有佛教用具的

功能与用途，使用范围缩小，到元代多只剩下珠饰发簪得以继续生产。

王丽花 《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银塔及相关问题》 （《保定学院学报》第２期）
对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隋、唐、北宋时期的四件银塔舍利容器进行研究，分析了其

工艺特征和时代变迁，并指出其对研究中国瘗埋舍利容器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该文还结合银塔上的铭文及相关文献记载，揭示了静志寺塔几经毁废又再建的过程。

赵晓星 《西夏时期敦煌涅?变中的抚足者———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四》 （《敦

煌研究》第１期）以西夏时期敦煌的涅?变为研究中心，通过对代表性洞窟的考察，梳
理了敦煌西夏涅?变中 “抚足者”的变化，认为新出现的贵人相老者为印度医师耆婆，

这种变化与北宋以来佛教社会化的发展相关，反映了宋以来官方对佛教进行道教化改革的

历史事实。王胜泽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 （兰州大

学）中从美术史研究视角对敦煌西夏石窟中的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和装饰

图案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勾勒出完整的西夏绘画体系，并探讨了这一绘画体系形成的过

程。刘江在硕士学位论文 《高昌回鹘弥勒图像研究———以北庭西大寺 〈弥勒上生经变〉

为中心》（新疆艺术学院）从图像学的视角，以北庭西大寺 Ｅ２０４龛 《弥勒上生经变》为

中心，对高昌回鹘弥勒图像的发展进行总体把握，认为文殊山万佛洞的重绘时间可能为西

夏晚期。佛教与佛教艺术因历史的变迁、政权的更迭等原因，在回传的基础上再次交流融

合，西夏与回鹘两者的弥勒信仰存在着继承关系。

三　墓葬

（一）帝陵考古与研究

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西北的琉璃寺遗址被认为是东丹王陵所在。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开展了医巫闾山辽代帝陵专项考古调查工作，对
其范围内的琉璃寺遗址进行了复查，明确了琉璃寺遗址基本形态。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形，

四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五进院落的整体格局，第二、三级院落均见

有大型建筑台基。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锦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北镇市文物管理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辽代及明

３３１



清时期的建筑台基２座、房址４座、窑址２座、窖穴１个及灰坑３个，出土了大量建筑构
件、生活用品等遗物。其中辽代地层的主殿台基ＴＪ２位于遗址的中轴线上，是遗址第二进
院落的中心殿址，两侧可能还建有配殿或长廊。琉璃寺遗址整体呈阶梯式的五进院落式布

局，其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座大型建筑，应为一座礼制建筑。其为研究辽代皇家建筑风

格及其所反应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对于进一步探讨医巫闾山显、乾二陵的

陵区布局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辽宁北镇市琉璃寺遗址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发掘简报》，《考
古》第２期）。

近年来金陵遗址考古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以往工作多集中在主陵区。２０１７年受
北京市文物局委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开展了金陵石门峪陵区考古调查，目的是在以往调

查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石门峪陵区的范围、布局结构及性质。李永强等 《北京金

陵石门峪陵区２０１７年考古调查简报》是对本此调查成果的总结 （《北方文物》第４期）。
此次重点调查发现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包括相连的石质地

.

槽、“烂石垅”、“护陵墙”

等遗迹，以及各种石构件、石柱础、砖瓦等遗物，在主陵区也都发现过相似的遗迹和遗

物。根据调查情况来看，该遗址与金陵主陵区关系密切，是金陵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金

陵诸王兆域的可能性很大。

刘阳 《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文物春秋》第５期）一文分析了辽
代帝陵受渤海文化影响的因素，揭示了渤海文化因素在辽代陵寝制度中呈现出由弱至强、

极强而衰的发展轨迹，而这种发展轨迹之中隐藏着辽代政治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二）一般墓葬

２０１９年关于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墓葬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宋辽金元明清时
期墓葬发掘简报的刊布、关于地区性墓葬的综合研究、墓葬发现图像及墨书等文字资料的

研究，以及对墓葬出土随葬品进行研究的文章等。

１墓葬简报资料
为配合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淹没区文物保护工程，在河南淅川县全岗遗址发掘过程中

发现一座北宋中晚期仿木结构单室砖室墓，壁面装饰砖雕门窗、桌椅、剪刀、熨斗等，随

葬灯盏、罐、盏等少量化妆白瓷器，为夫妇合葬墓 （周静怡：《河南淅川全岗遗址宋墓发

掘简报》，《江汉考古》第２期）。山东枣庄市峄城区进行棚户区改造时，发现并清理了１０
座古墓，其中８座为仿木结构砖室墓，２座为砖砌券顶墓。仿木结构砖室墓壁面装饰砖砌
桌、椅、凳、梳妆台、灯擎、门窗、剪刀、熨斗等。从墓葬特征看，具有北宋中期及以后

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形式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局等：《枣庄峄城承县故城宋墓发

掘报告》，《海岱考古》第１２辑，科学出版社）。河南新郑市中华南路西侧也清理了一座
类似风格的北宋时期仿木结构砖雕墓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河南新郑市梨河镇中心社区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５期）。甘肃合水县板
桥镇马洼村发现的宋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为方形墓室，八角形叠涩穹窿顶，出土三彩枕、青

瓷碗等少量随葬品，男女合葬 （周占全：《合水县板桥镇马洼宋墓发掘简报》，《文物鉴定

与鉴赏》第１７期）。
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龙坦村发现砖石混筑并列双室墓，随葬芒口覆烧青白瓷碗、铁

刀、铁环、铜钱等物，年代推断为南宋中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化县文物管理

所：《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龙坦村宋墓考古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七十一辑，浙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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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福建将乐县发掘一座南宋砖石墓，长方形单室，出土文物均为青釉瓷器，器

型为该地宋墓常见的将乐窑典型器，共１２件，分别有盖罐、谷仓罐、执壶、盏、杯口瓶、
温壶、盏托等。百花社区墓葬的发现和清理，出土了一组完整的随葬器物，丰富了宋代福

建地区砖石墓的资料 （将乐县博物馆：《将乐县百花社区宋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第

２期）。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浩口村清理了一座长方形单室石室墓，出土器物６２件，有陶
器、瓷器、钱币及买地券等。石墓室内部雕刻有人物、花卉、庖厨、孝行图等内容，石砌

棺台下的腰坑中用钱币摆放的后天八卦图形是当时道教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广元市博物馆等：《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浩口村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

物》第６期）。四川蒲江县朝阳湖镇杨柳村清理发掘的５座北宋中晚期的砖石混筑券顶
墓，其形制接近，可能为同一家族的墓葬。共出土瓷器约２６件套，包括煎茶器具和镇墓
有关的器物等。这批墓葬为探讨宋代蒲江县乡里建制以及宋代饮茶习俗提供了新的证据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蒲江县文物管理所：《四川蒲江县杨柳村宋墓发掘简报》，《四川

文物》第５期）。重庆市永川区王家湾组发掘的大岚坳宋墓为竖穴土圹石室墓，墓室用加
工较规整的巨型条石构筑，条石间采用 Ｌ型榫卯结构套合。墓室为长方形单室，仿木结
构，石条上雕刻人物及花卉图案 （高磊：《大岚坳宋墓》，《红岩春秋》第４期）。

河北涿鹿发现辽代东郡夫人康氏墓，这是一座仿木结构圆形单室砖墓，墓门为砖砌仿

木构门楼，墓顶为覆砖叠涩穹窿顶，绘星象图。壁面仿木结构砖雕和壁画同时出现。８根
砖雕立柱等距离分布于墓壁一周，将壁面分成８幅。该墓葬形制与燕云十六州地区辽代早
期的汉人墓葬基本一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辽代早期特征 （王雁华：《河北涿鹿辽代东郡

夫人康氏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２期）。河北蔚县东坡寨发现３座辽代壁画墓，其
中Ｍ１保存较好，为砖砌六角形墓，叠涩穹窿顶，墓室的六个壁面、拱眼壁及墓顶均绘有
彩绘壁画，包括夫妇对坐、侍从图等内容。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及随葬品特征看，墓葬

时代应为辽代中期 （蔚县博物馆：《河北蔚县东坡寨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

第１期）。
金墓在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北方中原地区及晋中晋南地区都有发现。吉林长岭县蛤

蟆沁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金代单室砖室墓，墓葬为青砖叠涩，出土器物总计２３件，可知
有陶器、瓷器、铁器、骨器和铜钱等，还发现４具人骨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长岭县蛤蟆沁金代砖室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第２期）。安
阳小任家庄发掘的金代砖雕壁画墓为仿木构八边形单室砖室墓，墓室内壁各壁面均有砖雕

或壁画，包括庖厨、宴饮、家居、侍从、伎乐等题材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安阳小任家庄金代砖雕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第２期）。郑
州华南城二路基建工地发掘出一座穹顶六角形金代砖雕壁画墓，墓葬穹顶外形呈塔式结

构，其下为砖雕斗拱，壁面装饰孝行图壁画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华南城二路

金代砖雕壁画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１期）。山西翼城武池村发掘出一座金代晚期
方形仿木构单室砖室墓 （Ｍ２），墓顶部为八边形兼三重鱼尾饰叠涩穹隆顶，构思精巧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武池金墓发掘简报》，《文物》第２期）。山西晋中龙白村
发掘出一座金代仿木构八边形单室砖室墓，墓室仿木构件均施彩绘，东、西、东北和西北

壁壁面各有墨书七言诗词一首，较为少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中市考古研究所：《山

西晋中龙白金墓发掘简报》，《文物》第１１期）。
元代墓葬在南北方地区均有发现。山西省兴县康宁镇麻子塔村附近发掘的一座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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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为石砌单室八角方形壁画墓，穹窿顶，墓顶和墓壁装饰壁画，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

包括夫妇对坐图、菩萨图、升仙图、二十四孝、侍从等。麻子塔墓葬的形制为八角形，为

晋西北和陕北地区宋金元时期最为流行的墓葬形制，对研究宋金元社会文化和民间信仰的

流变有重要的价值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山西兴县麻子塔元代壁画墓发掘

简报》，《江汉考古》第２期）。山东济南市解放东路发掘出两座元墓，分别为土坑洞室墓
和长方形砖室墓，随葬瓷瓶、罐、碗、盘等。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和之前发现的济南地

区元代墓葬基本一致，瓷器随葬普遍，时代明确，器物典型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

市解放东路元、清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１２辑，科学出版社）。
福建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板应一路发掘出一座元墓，为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室墓，墓室

对称分布东室和西室两部分，中部有隔墙，墓室后壁砖砌仿木结构的祠堂，两壁砖砌仿木

结构建筑。随葬品丰富，瓷器１５件、银器１０件、铜器４件、铁器１件、玛瑙串饰１件。
东西两室随葬器物数量和种类都有所不同，似与身份地位及性别关系密切 （南平市博物

馆、南平市延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板应一路元墓清理简报》，

《福建文博》第４期）。长江上游贵州余庆县官仓村调查发现一座双室合葬砖室墓，属同
穴异室合葬墓。还保存有封土、墓前八字护墙等结构。墓圹与墓室之间铺一层炭屑防潮。

清理出土金、银、铜、铁、木器等１６６件，其中金瓜棱式葫芦耳环、纽索式银钗等金银器
有典型的元代特征，银质下颌托为中国西南地区元代下颌托唯一一例。该墓的发现为研究

贵州黔北宋元时期丧葬习俗和播州土司文化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余庆县文物管理所： 《贵州余庆县官仓村元代砖室墓发掘简报》， 《四川文物》第

５期）。
明代墓葬资料也较丰富。河南南阳发掘了一座明代夫妇合葬墓，为东西并列的砖石混

合石板平顶墓，盖顶石板为汉画像石，画面雕刻清晰、精美，有朱雀铺首衔环、朱雀衔鱼

铺首衔环、拥彗门吏、白虎铺首衔环等画像题材。随葬小口小底瓶、罐、铜钱等少量随葬

品 （曹石磊：《南阳市万盛房地产明代画像石墓 （Ｍ９）发掘简报》，《文物鉴定与鉴赏》
第２３期）。山东济南解放东路发掘的明代赵铉墓，在土圹里用砖、石及三合土砌筑墓室，
形制为 “甲”字形多室券顶墓，三后室并排，前室平面为横长方形，后室纵向与前室垂

直，外侧与墓圹之间夯填三合土 （刘秀玲等：《济南市解放东路明代墓葬发掘报告》，《海

岱考古》第１２辑，科学出版社）。淄博市临淄区车站村发掘出５４座明代墓葬，其中土坑
竖穴墓３座、竖穴墓道土洞墓５１座，墓内出土的瓷器种类、数量及釉色品种都极为丰富，
包括明代初期至明代晚期不同的器物风格，对研究明代丧葬制度与丧葬礼仪具有重要意义

（临淄区文物管理局：《淄博市临淄区车站村明代墓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１２辑，科
学出版社）。南京江宁区南京南站附近清理了１４座明代竖穴土坑墓，墓群呈 “品”字形

有序排列，出土了一批金、银、铜、石和砖质文物，根据墓志记载判断为南京钦天监副贝

琳的家族墓。Ｍ３２、Ｍ３１为主墓贝琳夫妇墓，Ｍ３２（贝琳墓）为竖穴土坑浇浆墓，墓葬平
面外圆内方，形制奇特，用三合土浆浇筑墓圹，棺椁之间也以三合土浆填充，椁板上方浇

筑三合土，覆草木灰、黄褐土、三合土浆等多层防护、密封并夯筑。贝琳家族墓整体布局

相对完整，为研究明代家族墓及南京明代地方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南京市考古研究

院：《明代南京钦天监副贝琳家族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６期）。南京雨花台区天
隆寺复建工程地块清理出的三座明代宦官砖室墓，同穴并排分布，保存完好，出土遗物丰

富，包括瓷、锡、玛瑙、银、象牙、铜、石等不同质地器物１２１件 （套）。根据出土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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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中一位墓主为明代孝陵神宫监太监韦清。这３座墓葬依寺而建，聚众而葬，为研究明
代宦官墓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许志强： 《南京三座明代宦官墓葬的发掘与认

识》，《东南文化》第２期）。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岙口村发掘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并列三
室券顶砖室墓，三室墓顶均为四层砖分别砌筑的券顶。墓中出土青花瓷器、水晶制品、铜

器、墓志等，该墓保存完好，规模较大。墓志的出土，更是明确了墓主身份及墓葬年代，

为夫妻及兄弟三穴合葬，对于研究明代墓葬结构及葬俗等方面的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林杰、胡微娜：《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岙口村明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七十一辑，

浙江大学出版社）。广州番禺区新造镇发掘了崔氏家族墓。该墓依山而建，坐西南向东

北，地面建筑是一座由月池、拜台、享堂、坟头、一级护岭组成的灰砂版筑交椅状墓。地

下墓室为四砖室并列合穴墓。墓中出土的四合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姓名、籍贯、生卒

年月、丧葬事宜等内容，为广州地区墓志流变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民间信仰和丧葬

礼仪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新造元岗明代

家族墓发掘简报》，《文博学刊》第３期）。
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发掘的４座石室墓，其中Ｍ２为三室石墓。墓葬腰坑内出土了放置

于荷叶盖银盆里的银质四神，为贵州土司墓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遵义市汇川区文物管理所：《贵州遵义市汇川区黄秧嘴明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２
期）。２０１４年１０～１２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遵义市文物局
及遵义县 （今播州区）、汇川区等区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遵义市境内宋明时代遗存展开

全面调查，共发现和确认各类遗存８４项，其中发现几处与播州罗氏土司相关的墓地。贵
州播州区三岔镇的扬州湾、前军坝和龙坪镇的穆家田、匡家寨等４处墓地发现１３座墓葬，
多为宋元明时期石室墓，皆为以青石或砂石砌筑的双室或多室墓，墓葬皆被盗毁严重。从

残留线索看，几处墓地与播州罗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南交

通大学人文学院等：《贵州遵义市播州区播州罗氏土司家族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第

２期）。周必素、韦松恒、彭万在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腰坑初步研究》（《江汉

考古》第５期）以考古学方法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腰坑葬俗进行研究，据腰坑材质、
形制及随葬器物，做类型学研究，分析其形制演变及源流。指出杨氏土司墓葬腰坑葬俗，

除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外，亦可看出杨氏对道教的崇奉。成都平原及其以东地区的腰坑葬

俗与道教信仰的结合，对三峡地区及遵义地区又有一定的影响，即存在相互的文化交流。

此外，在辽宁省辽阳市苗圃墓地发掘了一座元末明初墓葬，为南北向带斜坡墓道砖室

墓，墓主为女性，墓内随葬有金耳环、金首银脚簪、金银饰件、铜钱、瓷碗、釉陶香炉、

瓷瓶、花纹砖等器物。对研究辽阳地区元明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透视元末明初辽东地区

社会变迁有一定意义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辽阳苗圃墓地元

明墓发掘简报》，《北方民族考古》第７辑，科学出版社）。山东寿光刘家官庄村发现的一
处古代墓群，发掘清理墓葬１３座。宋元墓葬３座，均为砖室墓，平面形状有舟形、圆形、
刀形三种，往往有长斜坡墓道，墓底铺砖，二次葬，无随葬品。明代墓葬２座，为长方形
单室或双室墓，随葬品组合为瓷碗和铜钱，铜钱摆放有规律。清代墓葬８座，均为长方形
单室或双室砖室墓，部分带有斜坡墓道，墓底多数铺砖，随葬品组合以瓷碗、罐、灯盏为

主，少数随葬铜钱。这批墓葬为研究该地区宋元至明清葬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潍坊市

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寿光刘家官庄墓群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１２辑，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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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宋辽金元明墓葬研究的资料
（１）阶段或区域性墓葬研究资料
李庆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地区宋代墓葬研究》 （郑州大学）中运用考古类型

学、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图像证史”以及 “二重证据法”等多种方法，对西南地区

宋代墓葬形制、墓葬装饰以及随葬品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墓葬装饰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和精神信仰，以及随葬品等所反映的葬俗、手工业生产及地区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索。

周泽鸿、于光建在 《四十年来西夏丧葬习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西夏研究》第３
期）中对四十年来西夏丧葬习俗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涉及西夏陵寝制度研究、丧葬

礼仪研究以及多元文化对西夏丧葬习俗的影响诸多方面，并指出西夏丧葬习俗研究中存在

发展不平衡等不足之处。程爱民 《从武威的西夏墓来分析西夏葬俗》 （《中国民族博览》

第２期）依托甘肃武威发现的多座西夏墓来分析西夏文化中火葬、土葬、水葬、天葬、
塔葬等多种葬俗，以及反映出的文化的多元性、葬具的多样性、陪葬品的统一性、火葬的

主体性等葬俗特点。

马晨旭的硕士学位论文 《医巫闾山地区辽墓研究》（吉林大学）对医巫闾山地区契丹

贵族家族墓区和皇陵陪葬区发现的辽代墓葬进行系统研究，依据墓葬建筑材料将其分为甲

种砖筑墓、乙种石筑墓和丙种砖石混筑墓三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及分期研

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墓葬装饰、结构与葬俗变迁的过程，并依据契丹墓葬随葬品中契丹风

格由浓到淡的变化过程，揭示了该地区契丹族逐步汉化的过程。

张涵的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地区辽代壁画墓研究》（黑龙江大学）以辽宁地区辽代壁

画墓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分期研究，探讨了不同阶段墓葬形制结构、随葬品种类、壁画

内容的变化过程，以及因墓葬形制、随葬品、壁画内容等方面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墓主族属

不同。王利霞 《试论大同辽金壁画墓的布局与特点》（《文物世界》第６期）对大同地区
发现的辽金壁画墓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大同辽金墓葬分布概况、墓室壁画内容和装饰以及

壁画特点出发，探索大同辽金壁画墓蕴含的文化意义，展现契丹、女真统治下大同居民的

人文生活和文化融合情况。

汤艳杰的硕士学位论文 《金代墓葬文化差异研究》（河北大学）依据金代墓葬的文化

面貌差异并结合自然地理区域将金代墓葬划分为中国东北地区、燕云地区、中原地区三大

区域，并依据金代历史上较大的政治变化，将金代墓葬分为金早期———金朝建国至海陵王

迁都之前 （公元１１１５～１１５２年）、金中期———海陵王迁都至金世宗时期 （公元 １１５３～
１１８９年）和金晚期———金章宗明昌以后至金灭亡 （公元１１９０～１２３４年）三个时期，探讨
不同时期金代墓葬形制、随葬品、葬俗、墓葬装饰等变化的过程，以及不同区域金代墓葬

的文化差异和文化交流。丁利娜 《从考古发现谈金中都的社会等级结构》 （《北方文物》

第３期）主要是从陵墓的分布、墓葬形制、葬制葬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总结归纳帝王
及后妃、女真贵族、汉族高官及士人、平民阶层四个社会等级在文化面貌上的典型特征。

元墓的研究主要有徐学琳 《高原内外：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探析》（《辽宁师范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４期）、《东北地区蒙元墓葬文化因素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刊》第５期）和 《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

版）》第７期）等几篇文章。《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对蒙元墓葬研究学术史进行
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高原内外：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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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的形制、特点及演变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指出其

对蒙古高原墓葬传统的继承。《东北地区蒙元墓葬文化因素探析》一文指出根据墓葬形

制，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可划分为两大类八个类型，结合随葬品种类、墓葬装饰风格和纪年

墓资料，可进一步将其分为三期。在分型分期的基础上，总结东北地区蒙元墓特点，并对

不同形制墓葬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室墓主要受辽墓影响，石椁墓主要受金墓影响，砖

石椁墓受高丽文化的影响，随葬器物、墓室壁画、墓上设施则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表

现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交流与涵化。洪淑莹的硕士学位论文 《北方地区蒙元壁画墓研究》

（郑州大学）对北方地区发现的蒙古时期壁画墓资料进行了系统搜集，在此基础上对其类

型和壁画装饰进行了深入分析，对蒙元壁画墓装饰所反映的蒙元时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进行了探究，展示了北方地区蒙元时期蒙汉文化混融状态下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及蒙元时期

儒、释、道三家并行的宗教文化融合现象。总体上长城南北两个区域的墓葬壁画呈现出蒙

汉民族融合和多民族文化混融的风格特征。赵东海的硕士学位论文 《宋元时期长城以南

地区火葬墓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对宋元时期长城以南地区火葬墓的墓葬形制和葬

具种类进行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分区研究，总结了各区特点，分析了宋元

时期火葬流行的原因及区域特征差异形成的原因。郭永利著 《甘肃境内宋金元墓葬的调

查、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甘肃省境内发现的宋金元墓葬进行了详细调查和

系统整理，对墓葬年代及画像砖题材、地域性特点等作了分析与比较研究。

王超的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地区明代墓葬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对东北地区明代墓

葬的形制、随葬品以及不同区域的墓葬特征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不同墓葬的族属进行了

初步研究。何文竞 《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的分区及特点》（《华夏考古》第１期）对全国
已发掘的明代品官墓与平民纪年墓的分区和特点进行研究，初步将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分

为南京、东北及中原、西北、湖广、西南、东南六个大区域，并指出明代墓葬地域特点明

显，对宋元以来的墓葬文化有着继承和变革，且在正统以后明墓自身特点愈加明显，家族

墓发现普遍。

（２）墓葬图像资料研究
宋辽金元时期，北方中原地区墓葬多流行壁面装饰，往往用壁画或砖雕的手法描绘墓

主人家居的场景、祭祀的场景及死后羽化升仙的美好意愿。因此，对于墓葬图像的研究非

常活跃，主要涉及墓主画像、散乐杂剧、孝子故事、妇人启门、僧道鬼怪等题材。

李慧清 《考古图像视野下的宋代日常生活研究》（《许昌学院学报》第３期）通过对
考古发现的宋代雕砖壁画墓中有关家居生活题材图像的系统梳理，分别从宋人服饰特色、

日常饮食结构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窥探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孙帅杰的硕士学位论文 《金

代墓室壁画研究》（吉林大学）对金代墓室壁画进行宏观性考察，将金代墓室壁画划分为

南北两区，北区又分为长城以北地区与燕云地区，南区分为山东地区、中原地区、陕甘宁

地区、晋中南地区四小区。通过比较不同区域壁画墓的特征及区域传统，揭示不通地区不

同民族背景下的文化特征及部分地区民族融合的过程。聂炜的硕士学位论文 《晋北地区

金代墓室壁画图像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以晋北地区出土的金代墓室壁画作为研究对

象，并通过与同期晋中、晋南出土的墓室壁画的比较研究，指出晋北地区金代墓室壁画在

设计、装饰上的独特之处。并通过人物的衣着服饰、发型配饰、手持器物、家具陈设等微

观细节，探讨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状貌，以及该地在多元文化因素影响下的胡汉文化艺术

的交流与互动。赵兰 《宋代四川画像石室墓因素在边地非汉系墓葬中的渗透———从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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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墓新发现非汉系画像石刻论起》（《边疆考古研究》第１期）对泸县宋墓新发现的两块
非汉系墓葬画像石刻进行分析，指出汉系画像石室墓在非汉系墓葬中渗透的社会背景是两

宋开发川南边地促进的人群交流。

杭侃 《试论唐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４期）通过梳
理佛教壁画和墓葬装饰中的图像资料、考古实物等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研究，认为以椅

子为代表的高坐式家具首先被唐代河北地区武将人群所使用，并随着河北政治集团成员在

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影响而扩展，进而被中原地区的百姓所接受，普及寻常百姓家。樊睿

《礼仪与情感：宋金墓葬中的共坐图像再探讨》（《民族艺术》第４期）一文对宋金墓葬中
的夫妇共坐图像进行了再探讨，梳理了学界对该图像研究的历史，结合墓中其他装饰题

材，特别是 “家庆图”“孝经图”等内容的分析，指出共坐图是借助因家庆而群集的合乐

情景，以期实现现实家族的长久与繁荣。

对启门图的研究也还在继续深入。樊睿 《试析宋辽金墓葬中的启门图》（《郑州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２期）对学术界关于启门图认知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凭
借对考古发现的丰富图像材料的归纳分析认为，启门图在宋辽金时代不同政权下客观存在

并有一定的中心区域分布特征，大体由继承唐五代图像系统的两京地区向周围汉人和少数

民族地区辐射，形成一条复杂但尚有源可溯的传播脉络。启门图营造的是一种家族尊卑有

序、男女有别且各守其限的理想化生活场面，反映的是宋代儒家伦理教化下北方平民的社

会思想；南宋东南地区启门图的缺失则说明儒家封建传统礼法所定的正统规范对人们日常

行为的规范性有限。李永涛 《“启门图”相关命名的浅析》（《文物鉴定与鉴赏》第４期）
从北宋的丧葬习俗和社会信仰出发，并结合启门题材所处的环境，指出其应是 “魂门”

的一种，在墓葬中作为死后世界的大门而存在，它是墓主人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必穿之

门，以期 “亡魂升，死魄温，生人福，子孙衍”。

对孝子图进行分析的有丁雨 《从空间形式看晋东南地区宋金仿木构墓葬中的孝子图》

（《装饰》第９期）、王鹏粉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长治地区金代墓室壁画 〈二十四孝图〉

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史亦真硕士学位论文 《宋墓壁画孝子图的平民化特征研究》

（东南大学）和潘静 《宣化下八里Ⅱ区 Ｍ１孝子图像重读》 （《边疆考古研究》第１期）。
丁雨一文指出晋东南地区是墓葬中孝子图像流行的重要区域，其布局特征与其他地方的孝

子图存在不同，内容多、占幅全，渲染了墓室中 “孝”的氛围，与墓主人表现的护佑子

孙之 “慈”形成了互动与对应，在一些墓葬中还有替代或模拟生者行孝的功用。王鹏粉

一文梳理山西现已发掘的饰有 《二十四孝图》的金代墓葬，并分析金代山西孝行观念盛

行的原因。还通过对 《二十四孝图》中人物服饰、色彩、构图等特征的分析，指出北宋

传统与女真族风俗融合的背景。潘静对宣化下八里Ⅱ区Ｍ１孝子图像重新解读，纠正了原
报告解读上的错误之处。

何雅闻、罗晓欢 《四川清代墓葬建筑雕刻装饰中的戏曲图像》（《寻根》第５期）对
四川地区现存的大量清代地上石质仿木结构的墓葬建筑上雕刻的戏曲图像进行了研究，对

其历史渊源、构图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由简单到复杂、单一到多元的过程，具有装

饰性和教化性的特点。其 《四川地区清代墓葬建筑装饰中 〈白蛇传〉雕刻图像研究》

（《四川戏剧》第１２期）一文还特别针对 《白蛇传》这一传统的民间故事题材进行了专门

研究，揭示其 “塔”“蛇”“拜”组合的程式化场景反映了墓主人希望子孙后代繁荣昌

盛、生子得第、倡导孝行、长生不老等美好意愿及丧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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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冰 《唐代燕乐在宋元时期的发展变化———以陕西地区出土文物图像为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５期）以陕西地区出土的五代、宋、金、元
时期乐舞图像为资料，探究了唐代燕乐在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变化，以及胡汉

文化融合的过程。刘嵬 《宣化下八里辽墓乐舞图像研究》（《艺术工作》第３期）对河北
宣化下八里辽墓群中出土的乐舞图壁画进行了系统探讨，涉及其在墓中位置分布，人物构

图，乐舞图像中的人物形象、服饰等内容，反映了宋代理学思想对当地的影响及服饰上所

揭示的文化融合内容。金隐村 《赵励墓散乐图与同类壁画对比研究》 （《首都博物馆论

丛》，燕山出版社）对北京地区金初赵励墓墓壁西南隅的散乐图进一步分析研究，揭示其

隐含的民间丧葬礼制特征，推断其为祭奠仪式中作乐开场的画面。延保全、邓弟蛟 《陕

西渭南靳尚村金墓杂剧壁画考辨》［《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第４期］对陕西渭南
靳尚村Ｍ１中的一副金代杂剧观演图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壁画所展现的演出阵容是典型
的金院本之 “五花爨弄”，整个壁画场景揭示的是私宅厅堂之中进行 “堂会演出”的活

动。这幅壁画对研究金代戏曲的传播和民众的接受情况提供了线索。李清泉 《壶关上好

牢１号宋金墓 “杂剧演乐图”壁画内容考释》 （《文艺研究》第１２期）通过对壶关上好
牢１号宋金墓中的 “杂剧演乐图”的进一步考释，指出其应为流行于宋金时期民间社火

中的 “队戏”表演，与当时民间的宗教祭祀活动相关。赵娟 《晋南金墓乐舞砖雕舞蹈形

态研究》（《艺术科技》第１期）通过对晋南地区金代墓葬乐舞砖雕的内容分类、人物服
饰、舞蹈形态等方面的探究，探讨了金代乐舞的历史，分析了金代乐舞的历史环境及发展

演变，以及对晋南民间舞蹈的影响。张慧、杨洋 《晋南金墓砖雕图案上的乐器研究》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１期）通过对砖雕中的乐器图案进行分析，研究金代晋南地区
乐舞杂剧表演中伴奏乐器的类别及特征。王俊婷的硕士学位论文 《晋南豫西北地区宋金

墓葬音乐砖雕研究》（西安音乐学院）以晋南和豫西北两地出土的音乐砖雕为主要研究对

象，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其出现的社会背景，对这些图像进行分类并辨别其异同，探

讨宋金音乐文化特点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并通过细节上的分析对出土的音

乐砖雕文物进行全方位的认识，还原宋金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张裕涵、曹飞 《河南义

马狂口村金墓杂剧砖雕考》（《励耘学刊》第２辑，学苑出版社）通过对河南义马狂口村
金墓杂剧砖雕进行考辨，指出在金代晚期杂剧中仍然有分段演出的形式存在，同时在宋金

之交杂剧由汴京地区向晋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义马作为交通枢纽起到了重要作用。

邓菲 《多重祈愿———宋金墓葬中的宗教类图像组合》（《民族艺术》第６期）通过对
宋金仿木构砖室墓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图像的研究指出，不同的题材组合一方面明显受到

了唐宋以来佛教观念与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道释混杂、三教合一的情形。墓中

宗教类图像流露出对于往生天国、飞升仙境的祈盼，象征了一种广义上的神仙世界，展现

出该时期冥世观的多种可能。崔兴众 《宋代墓葬中涅?图的内容及意义———以韩城盘乐

村宋墓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第２期）以韩城盘乐村出土涅?图为例，指出涅?
图进入墓葬不仅反映了宋代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的多元性，更是在宋金时期佛教世俗信仰

背景下，世俗阶层对于佛教往生的理解，强调亡者脱离苦难向往 “往生”“超生”的世

界。吴思佳、王朴 《泸县宋墓飞天图像的艺术特征》（《艺术工作》第４期）通过泸县宋
墓飞天图像的对称式构图与佛教信仰、ｕ形体态曲线与升仙思想的艺术特征研究，指出这
一时期佛教艺术已经在本土化融合过程中进入了本土彼岸的信仰体系。周必素、彭万、韦

松恒 《试论黔北宋墓 “四神”雕刻》（《四川文物》第１期）对黔北地区宋墓 “四神”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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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含义演变进行了分析，指出黔北地区广泛分布的宋代石室墓与川渝地区保持着一致

性，“四神”雕刻是其流行的主要装饰题材之一。黔北地区宋墓 “四神”雕刻有从侧壁龛

底、顶 （藻井）往侧壁中间发展，且摆放的方向从横向往竖向演变的过程。随着南宋晚

期川渝地区造像之风的衰退，宋墓石刻装饰大幅衰减，贵州黔北的土司墓葬 “四神”的

表达也逐渐隐藏于棺床下的腰坑里，这种现象与道教堪舆的兴盛密切关联。李彦颉、张玲

《大同地区辽代墓葬壁画中天象图新探》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１期）
对大同地区辽代墓葬穹顶的天象图进行研究，指出大同地区辽代壁画墓绝大多数都出现天

象图，这是对唐代墓葬风格的延续，同时聚合了儒释道三教的生死观和丧葬观，而大同地

处中原与契丹文化交界处，更深层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同草原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的交融与

碰撞。

文菱 《库伦旗奈林稿１号、６号墓壁画中女性形象分析》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

学社会科学版）》第６期）和程郁 《宋辽金孝子图所表现的女性形象》（《宋史研究论丛》

第１期，河北大学出版社）都对壁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
女性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等问题。邓菲 《“性别空间”的构建———宋代墓葬中的剪刀、熨

斗图像》（《中国美术研究》第１期）通过分析相关的图像组合和墓葬空间，认为宋墓中
的剪刀、熨斗等图案作为特殊的象征符号，与古代女性的生产内容相关，反映了该时期富

民阶层对女性行为及家庭角色的期待与设定。

张佳 《“深砃胡帽”：一种女真帽式盛衰变异背后的族群与文化变迁》（《故宫博物院

院刊》第２期）通过文献梳理及考古图像研究，将 “深砃胡帽”与明代瓦楞帽进行了辨

析，指出二者有本质不同。“深砃胡帽”起源于金代晚期女真人帽饰，在金元时期中原民

众当中流行，并扩延至东亚风靡一时，北人衣冠也成为江南的一时风尚，这是当时民族融

合和文化自由交流的结果。１４世纪后期元帝国的衰亡，结束了不同族群文化相对自由交
融的短暂历史。明初儒家 “华夷之辨”的结果，幔笠和其他金元北族服饰、发式一道被

当作 “胡元”马上习俗的一部分被禁止，见证了蒙元时代前后政治与文化的变迁。

此外，杨涛 《宋墓狸影　宋墓壁画中猫的形象》（《大众考古》第６期）还对发现猫
图像的宋墓的分布、年代以及猫图像在墓葬壁画的位置进行了梳理，讨论了 “猫雀组合”

的吉祥寓意以及宋代猫的社会定位。史前龙的硕士学位论文 《辽代墓葬壁画艺术中的弋

猎图像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对辽代墓葬壁画中的弋猎图像进行了阐释与考证。李国

锦在其硕士论文 《辽宋金元时期文姬归汉主题绘画服饰研究》（北京服装学院）中以辽宋

金元时期文姬归汉主题绘画及其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及出土实物、墓室壁画、

同时期其他绘画中服饰的比较研究，分析了绘画中的服饰和现实服饰的关系及胡汉交流等

内容。

对墓葬内发现文字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对象多为墓志材料。张靖 《明镇国将

军朱柯及夫人墓志铭浅析》（《江汉考古》第４期）通过明镇国将军朱柯及夫人墓志
铭研究其生平事迹、家族世系，丰富了明代襄王府家族历史的研究内容。王帅龙、王婧

《明代韩王家族女性考证———以墓志材料为中心》（《西夏研究》第２期）以 《崆峒金石》

收录的 《韩王妃郭氏圹志》等５通墓志材料为主，对韩王家族社会关系相关问题进行了
考证，指出与韩王家族通婚女性均出身于世家大族，韩王家族通过与地方大族及文武官员

的联姻，在平凉地方构建起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化了与地方的联系。杨连胜 《萧

天佐的坟与西孤山子辽墓主人考》（《文物鉴定与鉴赏》第２４期）从研究锦西西孤山辽墓

２４１



墓志铭入手，梳理出辽墓主人身份是萧孝忠，并揭示了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民族关系、宗

教交流等内容。崔世平 《后唐德妃墓志考释———兼论辽墓的 “中朝轨式”》 （《考古》第

１２期）一文就德妃墓志涉及的伊氏家族和德妃生平、历史地理、丧葬制度等进行了深入
探讨。连吉林 《内蒙古开鲁县辽墓发现的墨书题记与辽之龙化州》（《北方文物》第２期）
一文根据金宝屯一号辽墓甬道内发现的墨书题记记载，确定一号墓主人为 《辽史》中记

载的耶律蒲古，并依据墓葬周边福巨古城的调查钻探成果、佛寺遗址及文献资料，加上题

记中 “葬
/

龙化州西”的记载，推测通辽市科尔沁区的福巨古城即辽代的龙化州。廖奔

《误读的诸宫调 “重大发现”———侯马二水金墓曲辞解》 （《戏曲研究》第２期）通过对
侯马二水金墓中曲辞的解读得出其为当时民间传唱单个牌调的曲辞 （类似于敦煌曲子辞）

而被墓主题壁砌进了墓室的结论。该文还认为墓志中提供的线索为这些曲辞提供了详细的

时间地点坐标，体现了其脱胎于宋曲，并呈现出元散曲成型之前的金代曲子民间传唱的原

貌。林海村 《瘦马非马———山西元代壁画墓出土散曲 〈西江月〉名实辨》（《读书》第２
期）对山西吕梁市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发现的一首曲牌为 《西江月》的小令作

了考辨。

（３）墓葬随葬器物研究
墓葬随葬器物涉及明器神煞类物品、丧葬用品、随葬日常使用器物等。

卢亚辉 《中古墓葬出土伏听的考古学研究》（《文博》第５期）系统梳理北朝至元代
墓葬中出土的伏听俑，对其进行考古类型学与分区分期研究，指出伏听的分布与人群的迁

徙有关。作为神煞俑的伏听在北朝至宋元时代的墓葬中延续使用，唐宋时期繁盛。伏听的

主要分布范围呈现随时代推移而逐步南移的趋势：盛唐时多见于西安地区，武周以后逐渐

进入唐政府的丧葬体制；盛唐以后至唐末，伏听在北方墓葬中消失；唐末五代动乱，随着

北方民众与军人的南下，神煞俑在南方复兴，以伏听为代表的神煞俑，相继传播到江苏、

福建、四川、江西等地。周杨 《考古所见汉至宋蟾蜍形器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第１１期）通过对汉至宋考古所见蟾蜍形器物的系统梳理，结合其所出墓葬及可能产地的
分析，归纳蟾蜍形器物发展演变的线索以及时空分布特点。文中指出蟾蜍形器物主要分布

在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分别在六朝和南宋形成了两个高潮期，其在六朝时期的兴

盛与当时升仙、追求长生不死的观念相一致，而在南宋的再次兴盛当与宋代的复古思潮有

关。余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地区宋俑研究》（吉林大学）一文中探讨了四川地区宋

俑的形制特征及分期，总结了其区域特征，还梳理了四川地区用俑葬俗的源流及部分宋代

随葬俑的功用，还把随葬俑的形象与四川地区石刻墓的壁面装饰形象进行了对比研究。张

春兰 《福建唐宋时期多嘴壶初探》（《东南文化》第２期）通过考古出土情况、主要类型、
装饰技法、用途蕴义等方面的探讨，对福建唐宋时期明器多嘴壶进行了初步研究。福建地

区墓葬中使用多嘴壶随葬始于唐、盛于宋、没于元。目前福建地区出土的多嘴壶以闽北和

闽西地区居多，闽东地区次之，闽南地区较少。从器身、分层、嘴 （角）的形制等特征

可将其分为唐、宋两个时期。多嘴壶独特的造型蕴含了妥死者之魂、慰生者之望的用意。

周静 《川渝地区明墓出土谷仓罐研究》（《考古》第１２期）对川渝地区明墓中发现的谷仓
罐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了其在墓葬中的固定数量、组合及位置，并对其进行分型分式及分

期研究，指出川渝地区明墓中发现的谷仓罐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少量可以晚至明代晚期

偏早阶段，而且前后两期分布重心出现自东向西迁移的过程。并进一步通过形制和装饰对

比，认为川渝地区明墓中发现的谷仓罐主要受两湖地区影响，并在出土数量及组合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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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化特点，应为两湖地区丧葬习俗传播的结果，也是明代 “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的

产物。白瑶瑶 《明墓压胜钱研究》（《中国钱币》第５期）对明代墓葬出土的压胜钱种类
及其内涵进行整理，进而探讨了其题材来源、组合及在墓葬中的空间分布。任江 《江南

地区明墓出土受生牒研究》（《东南文化》第６期）对已公布的江南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
三件受生牒进行研究，梳理了宋元以来民间流行的受生 （寿生）寄库信仰，并与佛道教、

方志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对明墓所出受生牒的形制、性质、内容、所属宗教、牒主身份

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冯爽 《试论重庆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的文化内涵》（《地域文化研究》第２期）一
文以重庆地区唐宋墓出土的下颌托为研究对象，采用类型学、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等方

法，对重庆地区下颌托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认为重庆地区唐宋墓出土的下颌托或是受祆

教影响的产物。张佳琦 《辽代金属面具考》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４期）结合覆面及面具的相关资料，探究辽代金属面具的起源与发展情况，认为由于
契丹族的祖先崇拜意识，他们会使用各种方式对死者尸骨进行处理，比如制作干尸、使用

金属面具保持死者生前的面貌等，其目的可能是让死者的身体和灵魂永不分离。还可能源

于契丹族早期流行天葬和树葬的习俗，由于死者的尸骨需要在外面放置很长时间，尸体不

可避免会腐烂，契丹人为死者佩戴金属面具是为了对其丑陋的面貌进行一定程度的遮挡

掩饰。

刘辉 《三峡库区宋代墓葬出土瓷器研究》（《江汉考古》第３期）一文对三峡库区宋
墓出土瓷器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分成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南宋前期、南宋后

期五个阶段，并分析了其产地来源。王利霞、陶春慧、张晶晶 《大同地区元代墓葬中的

茶具与茶文化》（《文物天地》第７期）结合大同地区元墓出土的大量实物茶具及墓葬壁
画中所绘茶具，对于元代的饮茶方式和习俗进行探讨，揭示了元代饮茶文化继承唐宋以来

的传统，但备茶、品茶过程有所简化的趋势。石可硕士学位论文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金器制作技术与工艺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对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中９件金器、１件鎏
金银器的基本信息、成分组成、成型工艺以及表面装饰工艺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并通过

与唐宋时期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比较研究，分析辽代金器制作工艺的源流以及辽代与其他政

权之间的文化交流。王晶 《明代出土玉带相关问题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３期，
北京燕山出版社）对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范围内的四十八座墓葬中出土的九十八组玉

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明代早中晚期出土玉带墓葬在地理分布上存在一定变化，明代早

期玉带主要发现在南京及其他藩王分封领地，明代晚期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北京则成

为出土玉带最多的地区。明代玉带大多在王侯贵胄的墓葬中出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也

有一些墓葬中出现了僭越现象。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昌平区东小口清代墓葬出土的西班牙银币》（《北京文博文

丛》第３期，北京燕山出版社）一文介绍了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发现的一座三棺并列合
葬的清墓发现情况，并特别对其中北棺中出土的一件西班牙银币进行了探讨，对其形态、

西班牙银币铸币历史及流通中国的背景进行了初步研究。

四　手工业考古

宋元时期手工业考古以瓷窑址发掘及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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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淮北市烈山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包括窑炉在内

的各类遗迹７０余处，并出土晚唐至元代的文物标本２０００余件，包括白瓷、白釉黑褐彩
瓷、绿釉瓷、黄釉瓷、三彩器、酱釉瓷、青黄釉瓷等各类瓷器标本及窑具。烈山窑的发现

为探讨北方白瓷制瓷技术的南传、大运河文化等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陈超：《淮北

市烈山窑址出土文物浅析》，《文物天地》第７期）。２０１５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合作，对昌江支流南河流域瓷窑遗址银坑坞窑址群开展了区域

性调查，采集了大量宋元时期青白瓷标本，并对景德镇宋元瓷窑址分布与昌江的关系有了

进一步认识 （《景德镇银坑坞窑址群兰家井———郑家坞段调查简报》， 《南方文物》第５
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相关单位对江西吉安永和镇茅庵岭窑址进行多次考古发

掘，揭露龙窑、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青白釉、白釉、黑

釉、绿釉、彩绘瓷、卵白釉瓷器标本，丰富了吉州窑的窑业面貌和文化内涵 （张文江、

何江等 《吉州窑茅庵岭窑址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２期）。王妤
《黄岩下山头窑址调查》（《东方博物》第七十三辑，浙江大学出版社）一文指出下山头

窑址地处浙江台州黄岩区沙埠镇窑址群核心地带，窑址产品中的碗类产品普遍流行双面刻

划花工艺，外腹饰折扇纹，内腹饰花卉纹，填以篦纹或篦点纹，与龙泉村、大窑等地龙泉

窑北宋晚期器物面貌一致。但从装烧工艺来看，仍采用当地北宋中期越窑系窑场普遍流行

的垫圈支烧工艺，因此该地区窑址是探索越窑瓷业技术南传与龙泉窑瓷业技术渊源的重要

地区。２０１９年２～６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单位对奉化陈君
庙山窑址群进行了抢救发掘，揭露龙窑２座，出土较为丰富的青瓷器物和窑具。纹饰常见
于盘和钵等器物的内底，多为细线刻划，也有少量的浅浮雕。纹饰题材包括鹦鹉纹、凤

纹、团花纹、莲瓣纹、海波纹等。窑具中 Ｍ型匣钵多见，与上林湖窑场和东钱湖窑场中
比较常见Ｖ字型匣钵不同，为探讨北宋早期不同区域的越窑生产状况提供了新的案例
（张华琴 《浙江奉化陈君庙山窑址群发现两座北宋龙窑》，《中国文物报》９月２７日第８
版）。

为配合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三明市中村窑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及国保单位单体构成确认工

作，２０１８年三明市文物保护中心对整个窑场进行了一次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
工作。共发现窑炉１４座、作坊区２处、窑工居住区１处、瓷土矿区２处、水碓房遗迹１
处。基本上弄清了窑址的平面布局以及各窑炉时代和产品的烧造工艺 （《三明中村窑遗址

调查勘探简报》，《福建文博》第３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１９年１月，福建博物院、龙岩
市文化与旅游局等单位对福建漳平永福窑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发现窑址１４处，瓷
土矿洞２处，调查采集了丰富的瓷器和窑具标本。这些窑址多为两宋青白瓷窑址，少数为
明清青花瓷窑址。此次调查初步掌握了永福窑窑址群的分布范围，还对永福窑的窑业内

涵、年代分期有了新的认识 （《福建漳平永福窑２０１８年调查简报》， 《福建文博》第３
期）。厦门大学历史系、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对福建漳州云霄县水头窑进行了抢救

性考古发掘，为了解云霄地区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概况，以及闽南地区对外交流的

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福建云霄水头宋代窑址发掘简报》， 《文物》第１０期）。
２０１３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客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广东大埔余里窑进行了考
古发掘，清理出龙窑、房址等遗迹，并出土大批仿龙泉窑青瓷产品和窑具，为进一步研究

广东仿龙泉青瓷的窑业技术来源、产品行销路线，东南沿海仿龙泉青瓷产品的生产及外销

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广东大埔余里明代窑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发掘简报》，《文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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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期）。类似性质的窑址在福建也有发现。福建博物院、漳浦县博物馆等单位对福建省漳
州市漳浦县石寨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其是闽南一处专门仿烧龙泉青瓷的窑场，从元

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明初。产品种类较少，釉色比较丰富。出现了介于分室龙窑和横室阶级

窑之间的窑炉结构，对研究闽南地区横室阶级窑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漳浦县石

寨窑发掘简报》， 《福建文博》第２期）。郭建军 《广西富川朝东宋元窑址群初步认识》

（《民博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一文分析了富川朝东窑址群产品特征，并将其划分四种

类型，分别对应相应技术特征。通过比较，提出朝东宋元窑址群技术可能来源于湖南道县

和江永一带，其发现及研究，增添了潇贺古道文化的内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醴陵

窑管理所编著 《洞天瓷韵———醴陵窑钟鼓塘元代窑址出土瓷器精粹》（文物出版社）一书

对２０１５年发掘的钟鼓塘窑址出土代表性标本进行遴选，辅以精美的图片及简洁的文字进
行介绍。

以郑建明为代表的学者们集中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文章，如郑建明 《２１世纪以来唐
代高温加彩瓷窑址考古的新进展》 （《文物天地》第１期），郑建明 《２１世纪以来青白瓷
窑址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第４期），于陆洋、郑建明 《２１世纪以来宋元时期北方
加彩瓷窑址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第２期），吴双、郑建明 《２１世纪以来宋元时期
南方加彩瓷窑址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第１１期），郝雪琳、郑建明 《２１世纪以来北
方地区黑釉瓷窑址考古新进展》 （《文物天地》第１０期），郑建明 《２１世纪以来乳浊釉
（分相釉）瓷窑址考古的新进展》 （《文物天地》第１２期），等等，对生产不同类型产品
的代表性窑口的考古工作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慈溪

市博物馆主编 《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文物出版社）为首届复旦大学陶瓷考古论坛文

集，内容涉及浙江越窑和龙泉窑、河南汝窑与张公巷窑、广西青瓷、湖南等地的窑业生产

情况及瓷器的断代、流布等问题。郭三娟 《冀南豫北地区宋元时期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

———以磁州窑、鹤壁窑、当阳峪窑为例》（《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１５辑）梳理了区域内
典型窑址磁州窑、鹤壁窑、当阳峪窑以往的相关考古工作和重要研究成果。王洪领、蔡亚

林 《重庆涂山窑的发现、研究及相关问题的探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６期）对重庆涂山窑以往考古工作及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探讨了涂山窑的兴衰
原因、分期与年代、装饰艺术及与周围窑址的关系等问题。

王睿 《钧窑源流述略》（《华夏考古》第５期）一文通过分析早期钧窑和唐钧及汝窑
的关系，指出钧窑是在唐钧的基础上，受到汝窑工艺技术的影响而出现，并最终逐渐形成

一个独立品种的。于陆洋 《关于早期钧瓷产地与年代问题的再思考》 （《中原文物》第３
期）也从考古资料分析入手，对早期钧瓷内涵、区域性、年代及与汝窑的关系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郭志委 《试论长沙窑瓷器外销的阶段性》（《南方文物》第６期）依托长沙窑
窑址发掘资料及以往分期研究成果，将长沙窑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为９世纪至
１０世纪初期，釉下彩绘瓷获得成熟并占据主流，长沙窑的发展也进入鼎盛阶段。通过对
海外遗址发现的长沙窑资料的梳理，指出境外出土长沙窑瓷器的年代也主要集中在９世纪
至１０世纪中叶。

黄信 《论定窑 “尚食局”款瓷器的分期问题》（《文物春秋》第４期）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定窑窑址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所出土的 “尚食局”款瓷器，

以及其他地点出土的该款瓷器进行汇总与分析后，将其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

期三个时期，并探讨了不同时期的 “尚食局”款瓷器在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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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黄义军 《中国古代瓷业的人文地理景观视角》（《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１１期）主
张选取人文地理的景观视角，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重新思考古代制瓷手

工业，并结合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这种新技术，尝试建立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瓷业

地理思考框架。这种思维方式看到了传统陶瓷考古研究中以器物为中心研究的局限性，主

张将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引入陶瓷考古研究。

外销瓷的研究也是一个传统课题。孟原召 《４０年来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综
述》（《海交史研究》第４期）从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水下沉船的发现、海外遗址的发
现、外销瓷专题研究等角度，对古外销瓷发现与研究的历史进行总结与回顾。刘冬媚

《“南海Ｉ号”船载龙泉窑青瓷探析》（《文物天地》第１２期）对 “南海Ｉ号”所载龙泉青
瓷的胎釉特点、时代、外销背景、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霍巍、韦莉果 《１１～１４世纪
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第５期）一文搜集了越南、我国
广西、澎湖地区、日本博多遗址等地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探讨了背后的技术交流

及海外贸易历史。石俊 《浅析元代陆上丝绸之路之繁盛———以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瓷器

为引》（《文物鉴定与鉴赏》第１９期）系统搜集新疆地区各考古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探
讨了瓷器经由陆上草原之路向外输出的背景和过程。

此外，还有对于砖瓦等建筑构件进行研究的文章。赵怡博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地

区辽金元瓦当纹饰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对内蒙古地区辽金元瓦当纹饰作了类型学研

究，并通过对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历史遗传等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内蒙古地区瓦当纹饰

的源流问题，研究了内蒙古地区瓦当所蕴涵的草原文化因素，肯定该区域瓦当所占的历史

地位和价值。张海蛟、尹刚等 《“解挢”与 “瓦削”———古代筒瓦内部修整技术的考察》

（《文物鉴定与鉴赏》第１９期）通过对文献、已有研究成果和不同时期考古发现筒瓦实物
的考察，初步廓清了南北朝以来筒瓦内部修整技术——— “解挢”与 “瓦削”的做法、流

布、功能、使用等情况。认为 “解挢”是在 “瓦削”的基础上再加工处理，出现的时间

也略晚。范鹏 《重庆地区古代瓦当的考古发现》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６期）一文概括性地介绍了重庆地区汉至六朝、唐宋两个时期瓦当的出土情况，并对
两个时期的瓦当进行分类研究。最后归纳指出重庆地区汉至六朝时期的瓦当以云纹最为常

见，莲花纹瓦当和宝相花纹瓦当在唐宋时期大量出现当与佛教信仰与关，而花卉纹则是宋

代瓦当和滴水的代表，与宋代士大夫阶层审美转变密切相关。

除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外，安徽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的发掘也属于２０１９
年宋元明清手工业考古中比较重要的发现 （陈超：《安徽濉溪发现迄今国内面积最大的酿

酒遗址———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１２月２０
日第８版）。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发现于２０１８年９月，清理了魁源坊、大同聚
坊和祥源坊三个糟坊遗存，发现蒸馏灶、制曲房、晾堂、发酵池、水井、排水沟、房址、

道路等丰富的酿酒遗迹，遗物６００余件，时代从明代晚期至民国。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
坊群遗址是迄今发现全国最大的、发掘面积最大的酿酒遗址。其酿酒聚落布局清晰，制作

工艺流程设施齐全、规模大、保持完整，较全面地反映了皖北乃至北方蒸馏酒制作工艺发

展的生态模式，且能与文献记载的酿酒作坊一一对应，对研究酿酒工艺具有重要的考古价

值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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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下考古及交通考古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水下考古·青年
论坛”在宁波召开，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３２
位学者先后在 “水下考古·青年论坛”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内容涵盖水下考古理论、方

法、技术，海洋遗产调查与研究，港市考古探索与研究，海洋文化史研究，出水文物保护

修复等多个主题 （林国聪、辛光灿等： 《芳林新叶　初显峥嵘——— “水下考古·青年论

坛”学术综述》，《中国文物报》１１月２２日第４版）。
“小白礁Ｉ号”清代沉船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南约２６海里的北渔山

岛小白礁北侧水下２４米。该沉船遗址的发掘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重点项目之一，更
因其先进的工作理念、科学的考古方法、创新的科技应用、超前的保护意识和多重的安全

保障，被学界盛誉，荣获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 “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主编 《“小白礁Ｉ号”———清代沉船遗址水下考
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一书，是对该沉船遗址的考古经过与主要成果做的总结报

告，涉及周边环境及历史沿革介绍、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船体结构、出水文物及其

保护、室内保护及展示、相关研究等丰富内容。

广东 “南海Ｉ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崔
勇 《“南海Ⅰ号”沉船发掘纪略》（《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第４卷第１０期）详细介绍了
历年对 “南海Ⅰ号”开展工作的历程，从最初发现到早期历次调查工作的开展、“南海 Ｉ
号”整体打捞方案的制定与博物馆建设的进行、整体打捞完成之后在博物馆内的全面发

掘。目前 “南海Ⅰ号”的考古工作已取得了重要收获，对保存较好的船体结构和造船工
艺有了全面认识；出水极为丰富的文物；发掘、保护、展示工作三位一体；开展了跨学科

的综合研究；积极开展公众考古。围绕 “南海Ⅰ号”沉船相关的研究也在不断开展。叶
道阳 《“南海Ⅰ号”沉船反映的宋代海上生活辨析》（《中国文化遗产》第４期）结合船
体结构、货物的堆放方式、船上发现的与船员生活相关的生活物品、商业用品、食品等细

节情况，探讨了船上空间与人员组成、生活空间和等级分化，试图复原当时海船上的社会

场景。

大运河文化及沿线考古也是近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课题。陈超 《安徽隋、唐、宋古运

河遗址考古研究》（《中国港口》第Ｓ１期）从河道、河堤、桥梁与码头、沉船、出土遗物
等方面对安徽境内隋、唐、宋古运河遗存的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

六　综合性研究

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地区性或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不断出现。

董新林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考古见证———新中国宋辽金元明清考

古七十年》（《中国文物报》１２月６日第５版）从城市、陵墓、手工业和中外文化交流考
古等方面择要述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宋辽金元明清考古的成果与相关研究。董新林 《辽

金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的新亮点》 （《中国文物报》４月２日第５版）对近些年在辽金时
期城市考古、陵墓考古、矿业考古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但同时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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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进一步加强学科体系建设，主动性考古发掘也有待加强。

黄信 《隋唐宋元考古》 （《文物春秋》第６期）从城市考古、陶瓷考古、佛教考古、
墓葬考古等４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河北隋唐宋元考古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回顾
总结与展望。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河北隋唐宋元考古成果丰硕。元中都、大名府故城、
太子城、正定古城、钜鹿故城等不同级别城市考古工作的开展，为建立河北隋唐宋元城市

考古体系提供了考古依据。寺院、塔基、窖藏的发现，为佛教考古、佛教在河北的传播等

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墓葬的发掘，基本明确了河北自隋至元墓葬的

演变序列。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仍需精耕细作，有重点地开展工作。

马晓玲 《四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夏研究》第２期）围绕石
窟与壁画、王陵与墓葬、古塔与寺庙、城址与烽燧、窑址与窖藏、器物研究等方面对四十

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其中围绕石窟壁画或造像题材与内容的研究是

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西夏王陵考古研究已呈现出在传统考古学基础

上不断向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文化遗产活化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墓葬、古塔与寺

庙等其他方面也均取得了突破与成就。姚蔚玲 《宁夏考古７０年综述》（《宁夏师范学院学
报》第１２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宁夏考古自史前至西夏、元明时期不同
阶段考古成果进行了分期总结。

张红星、李春雷 《内蒙古蒙元考古综述》（《草原文物》第１期）对近代以来内蒙古
地区在城市考古、聚落遗址、墓葬等方面的蒙元考古成果作了梳理和总结，认为目前该地

区蒙元考古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仍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阶段，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还有待提高。吉林省蒙元考古开展比较薄弱，郝军军、沙芳源 《吉林省蒙元考古遗存辨

析》（《边疆考古研究》第１期）对这一地区城址、墓葬、窖藏、聚落遗址进行了重新分
析，从原来认知不清或误认为辽金时期的遗址中辨析出一批蒙元墓葬时期遗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浙江考古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文物出版社）是对浙江考
古工作４０年以来的全面总结，分成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
唐墓葬考古、宋元明考古、瓷窑址考古 （唐五代至宋元明）、科技考古几个部分。在宋元

明考古、瓷窑址考古几个部分对浙江两宋及元明墓葬考古、城市考古、手工业遗存、佛

教、水下考古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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